
魏校《大学》诠释的学术取向及其意义

李敬峰

　　摘　要：魏校是明代中期与阳明并肩齐名的学者，然以往那种以阳明为中心来审视整个明代理学的研究，不
仅遮蔽了魏校的学术贡献，也掩盖了明代理学的多元面向。 魏校依循朱子、阳明由《大学》而入建构学术体系的路

径，精心结撰《大学指归》，首先以还原古文字的形式来试图恢复更“古”的古本《大学》，尔后通过对《大学》义理骨

架“三纲、八目”的新诠来构建新的学术体系，显豁出“谴取朱、王，自立新说”的学术特质，成为明代中期“介于朱、
王二本之间”的典范学者。 魏校此举表征出，明代中期的学术绝非只是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非朱即王。 相反，
谴取、突破朱、王藩篱，早在阳明在世时就已有端倪，这就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明代中期学术的多元面向提供一个典

范的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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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那种过分凸显阳明学在明代理学中的中心

地位，而忽略甚至遗忘他者之功的研究取向是需要

重新反思的。 这种研究模式在将明代理学脉络化的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那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对

明代学术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把握。 我们知道，阳明

学在明代中叶的异军突起，不仅给位居官学地位的

朱子学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迫使学者必须

在朱子学与阳明学构成的两极理论框架内思索问

题，不如此就难以参与到主流学术话语的争鸣与建

构。 而在明代中期的众多学者当中，与阳明齐名①

且有往复辩论的魏校（１４８３—１５４３）是一位值得格

外关注的学者。 原因在于他既不一味宗朱，也不随

波尊王，而是以双谴双取、自立新说的形式开出回应

“朱、王之争”的新方案，可谓是导夫先路，发出批

判、调和朱、王的学术先声。 这就提醒我们，自觉地

进行折中、会通朱子学与阳明学，绝非是到晚明才有

的现象，而是早在阳明在世之时就已经出现。
那么，魏校又是如何介入“朱、王之争”的思想

世界当中呢？ 他敏锐意识到学术界的动向，即“近
体《大学》，颇窥圣学之枢机，至易至简，说者自生繁

难，阳明盖有激者也” ［１］７７１，这就是说魏校通过体

认《大学》，意识到圣人之学本大简至易，只是后世

学者（朱子）庸人自扰，将其复杂化，阳明之学恰恰

就是因此而发。 这实际上也道出朱子与阳明的论争

实乃是围绕着《大学》展开的，要比黄宗羲的“其（王
阳明）与朱子抵牾处，总在《大学》一书” ［２］ 提出的

时间更早，只是没有其简约精练罢了。 与之相应，魏
校同样致意于《大学》文本，精心撰写《大学指归》以
显其意，是书“凡数脱稿，始克成编，名曰《指归》，其
词质、其旨远、其文简、其道大，学者观此而于古人之

学总过半矣” ［３］５４３。 以此可见是书之不俗。 而四库

馆臣的“其说介于朱、王二本之间” ［３］５７１则更为贴

近本文主旨地将其学术取向提揭出来。
基于此，以魏校的《大学指归》为取径，既可以

为理解阳明学的兴起提供一个他者视角，也有助于

把握明代中期理学发展的多元面向，进一步细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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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化明代中期理学的研究。

一、复古文字：更改《大学》文本的
新进路

　 　 文本与思想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 文本的变

动可以引起思想的变化，同时思想的改动也可以引

起文本的变化。 就变动不居的《大学》而言，显然是

属于后者，也就是思想决定文本。 尤其是朱子、阳明

通过改动《大学》文本成功建构学术体系，更加强化

了这一范式。 后世学者纷纷追随效仿，投入《大学》
文本的改动之中，以期独掌《大学》的解释权和话语

权，因此形成了一股弥漫学界的《大学》改本思潮。
在魏校之前乃至同时，就已经有学者开始不满

朱子改本《大学》，而力倡古本《大学》的，如王阳明、
廖纪、周木等。 但这些所谓的古本《大学》在魏校看

来，一是还不够“古”，因为即使如阳明所倡的郑玄

古本《大学》也不过是汉代的；二是没有抓住问题的

关键，只是在文本的结构上较劲，而关键问题则在于

掌握古文字。 因为只有弄清楚先秦的古文字，才能

恢复仓颉所造的古文六书，据此才能恢复真正够

“古”的《大学》文本。 这就是他所说的“欲考定六

经，一复古文之旧” ［１］７７２。
魏校之所以如此重视古文字，在于他认为：“文

者，非他也，心之画也，所以体天地万物之撰也。 古

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天然

而然也。” ［１］８１０在魏校看来，先秦古文字并非只是

一个简单的工具，相反它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它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是承载圣人心学的，是不容置疑、
天然而然的载体。 那么，这个古文字所指为何呢？
在魏校看来，它即“周宣尝考文矣，古文之变而为大

篆也，史籀所述也。 文字浸以备矣，开辟而后与有功

焉者也” ［１］８１０。 这就是说，这个古文字是经过周宣

王考文、史籀叙述而成的大篆，它本身完备无缺，但
到秦代则不尊圣王之法，擅自将大篆改为小篆，所导

致的结果就是“混沌之凿也，亦多矣。 秦以吏道易

君道，天下日扰扰焉，程邈因是以隶书代篆书，六书

亦坠地矣” ［１］８１０。 这就是说，由于程邈的改小篆为

隶书之举②，进一步将传承圣人心法的古文字毁灭

殆尽，以致具有道统意味的古文字不为人知。
可见，魏校已经将古文字提升至承载儒家道统

的高度。 以此为信念，他复原古文字的方法是：
　 　 因古文是正小篆之讹，择于小篆，可者尚补

古文之阙。［１］８１１

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厘正之……邈隶

亦亟 修 之， 与 俗 宜 之， 翻 篆 而 楷， 俾 无 失 六

书。［１］８１１

从这两段引文中可见，魏校所欲恢复的古文实

际上是糅合了大篆、小篆以及隶书而成的。 我们要

追问的是，魏校所谓的“古文字”真的就是先秦的古

文字吗？ 细究之下，情实难符。 我们从其所自述的

“吾但识得，与他发挥，或因而附己意耳……就象形

论，须会之以神，毋泥其形，乃得天然之真” ［１］７７８可

知，魏校亦并没有特殊的渠道获取多数人都难以掌

握的古文字，而是采取主观意会的方式来复原古文

字，其可信度必然是大打折扣，四库馆臣就给予“奇
形诡状，多所作《六书精蕴》中杜撰之字” ［３］５７０的评

价。 但这并不影响魏校本人对其的自信和应用，而
这恰恰又是中晚明兴起的“玄思冥想”学风的一个

具体展现［４］ 。
依循原定的思路，他首先用这套古文字来恢复

早已失传的古文六书，是为《六书精蕴》。 而这还不

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用恢复的古文六

书来恢复古本《大学》。 他说：“《精蕴》作后，吾将正

《六经》，今已正《大学》矣。” ［１］９１３ 这“今已正《大

学》”所指的即是他在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 年）所作

的《大学翻楷》 《大学指归》和《大学考异》。 《大学

翻楷》是用他所复原的古文字所写的《大学》，《大学

指归》是魏校对《大学》义理的系统性解释，而《大学

考异》则是对部分字词的训诂考释。 三书所指不

同，共同构成了魏校《大学》的诠释系统。 这三本书

最后刊行时汇编为一本，名《大学指归》。 《大学翻

楷》（也即《大学古文》）为是书第一卷，《大学指归》
为第二卷，《大学考异》附在《大学指归》之后。 这

样，《大学指归》就成为涵括文本处理以及义理诠释

的经解文本。 放置于中晚明的《大学》改本洪流当

中，魏校从古文字入手参与到《大学》文本的竞争，
可谓是孤旨独发，成为一种颇为新奇的思路，由此也

可透视出《大学》文本竞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迫使学者各显其能，别出心裁。

而具体到《大学》的内容上，魏校所主张的《大
学》文本内容与阳明所倡导的古本《大学》并无二

致。 也就是说，魏校只是在《大学》的文字形态以及

义理诠释上发力，并没有像丰坊那样提出一个异于

阳明、朱子的石经《大学》。 虽如此，在明代中期朱

子学流弊已显的境遇下，魏校也是自觉参与到矫正

朱子学流弊的风潮中。 但他不满王阳明、湛若水和

方献夫等所提的三种古本《大学》，而是开辟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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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来构建新的《大学》文本，这一文本虽然并没有

在其身后大放异彩，但却成为《大学》改本史上极为

特殊的一个范本，也为其进行义理诠释奠定文本

基础。

二、复性与定性：“三纲领”关系新诠

朱子以“三纲—八目”撑起《大学》的义理骨架，
起到以简化繁、章旨昭然之实效。 而“三纲”与“八
目”并非并列的关系，正如贺瑞麟所指出的：“无《大
学》三纲领，做八条目工夫必不详尽。 无条目工夫，
则纲领亦只是空腔子。” ［５］ 这就是说，“三纲”是对

“八目”的总括，而“八目”是对“三纲”的细化。 在

两者当中，“三纲”的统领性作用更加明显。 朱子亦

言：“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 齐家以下，新民之

事也。” ［６］６作为熟稔朱子《大学》要旨的魏校，自然

对“三纲领”给予格外关注，他说：“学问之道，千言

万言，《大学》总而归之三言。” ［１］９１４他首先对“明明

德”解释道：
　 　 首言在明明德，一言尽之矣。 禽兽昏德，人
德本明，何以昏也？ 曰：“明德非悬空物，各就

当人血气上发出来，故易遮蔽。 试自体验，能勿

为血气所乱乎？ 乱则昏也已矣。”德既昏，何以

能明也？ 曰：“根心难灭，但随光随熄，非透彻

不可以复明。” ［３］５４４

在魏校看来，“《大学》教人用功，首把明明德来

说” ［１］９０７，“明明德”可谓是“三纲领”中的主脑，是
“三纲领”的根本。 这一看法突出了德性的至上性

和统领性，与整个儒家的基调相切。 他进一步认为，
“明德”不是悬空之物，是伴随着人欲而显发出来

的，故容易为血气所乱而不能显发本有之灵明。 可

见，与朱子相比，魏校对“明德”没有从理气论的角

度给予解释，他既缺乏对“明德”终极根源的说明，
也没有从气禀的角度来论述“明德”被遮蔽的根由，
而是从与生俱来的欲望的角度进行说明。 具体到

“明明德”的解释上，魏校与朱子并无差别，同样强

调“明明德是明我明德” ［７］３６３，也就是彰显一己之

德，实现自身德性的充盈，然后才能立人达人。 不难

看出，魏校着意消解了“明明德”的形上色彩，使其

更加通俗易懂。
“明明德”之后是“亲（新）”民。 至于应该读作

“亲民”还是“新民”，学界一直存有争议，甚至成为

朱子学与阳明学两大学派的分歧所在。 朱子接受程

颐的“新民”说，并给出明确的理由，他说：“今亲民

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

有据。” ［８］而这“传文考之则有据”指的就是后面的

传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诰曰： ‘作新民。’ 《诗》 曰： ‘周虽旧邦，其命惟

新。’” ［６］７所说的皆是“新”字，由此倒推前面的经

文应该为“新”字。 阳明则不认可朱子此说，理由在

于：“说 ‘亲民’ 便是兼教养意，说 ‘新民’ 便觉偏

了。” ［９］就是说，朱子的“新民”说偏重于教民，忽略

了养民的维度，沦为“有教无养”，这与原始儒学先

养后教思想旨趣不符。 魏校对此则有自己独特的

看法：
　 　 程子曰：“亲当作新。”校按：亲、新，古字或

互用，《大学》 “新民”作“亲民”，《书》 “惟朕小

子其亲逆”，作“新逆”。 《易》 “易知则有亲，有

亲则可久，可久则贤人之德”，“亲”读作“新”，
则与“日新之谓盛德”语意相通。［３］５６７

很明显，魏校是在试图调和朱、王两家的说法。
在他看来，“亲”和“新”是可以互用的。 当作为“亲
民”来讲的时候，《尚书》当中有例可证，意在表明贤

人之德。 而当读作“新民”时，意思是“日新之谓盛

德”，指向的也是德性。 可见魏校主要从文献和义

理两方面来论证“亲民”和“新民”的互通性。 前述

已知“明明德”主要是彰显个体之德，那么“新民”就
是“明我明德于人也” ［３］５４４，也就是推己及人，意在

凸显儒者的道德担当。 而魏校在回答友人“明德、
新民一邪二邪”的问题时说，“合一，由己以及人。
若分我、人，则是吾性有外也” ［３］５４４，意思是两者是

合一的，并不是两个毫无关系的条目。 进一步来讲

就是“新民”是“明明德”的题中之义，当说“明明

德”时，就已经包含“新民”在内。 魏校这一理解显

然与阳明之意相类。 而两者与“止于至善”的关系，
魏校亦有明确的交代：

　 　 二言已尽矣，何以又言止于至善？ 学不可

无归宿，明明德、新民者，人道也。 既有恶，不容

不有为，止于至善，复其天也，自然而无为矣，学
之功毕矣。 何以言明德又言至善？ 曰：“明德

者，至善所发本来面目也，未发无面目可言。 至

善者，明德本然之体也，不与恶对。” ［３］５４５

不同于朱子的明明德、新民各达至至善的规定，
魏校解读的发越性在于，他首先是从体用的角度来

理解明明德与至善的关系，认为至善是体，明德则是

至善的发用，至善则是明明德、新民的归宿；更为重

要的则是他从“性”论的角度来论述三者的关系，他
说：“明新是复性，止善是定性。” ［７］３６３而魏校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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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此说，是因为他认为“新民者，吾性自足，不待

外求。 人性亦自足， 不待吾增益， 但能变化之

耳” ［３］５４４，这就是说，自我之性与他人之性皆是自

足圆满的，因此只需要恢复本性即可。 故明德、新民

即是复性，而“止于至善”作为“明明德” “新民”的

前提、目的和境界，乃是“定性”，也就是效用、成就。
这就是他所说的：“其用功在复性，其收功在定性。
然不知定性，则亦不能复性矣。” ［１］７６６可见，魏校是

以“性”为中介，来界定“三纲领”之间的关系的，表
征出“三纲领”之间实乃功夫与效用的关系。 这一

界定既与朱子的本末论关系不同，亦与阳明的体用

论关系相异，明显具有开新的意义。

三、《大学》以格致为入门

在《大学》的“八条目”中，朱子最为重视的莫过

于“格致”，刘宗周就敏锐地观察到：“朱子表章《大
学》，于格致之说最为吃紧。” ［１０］４０６ 也正因为此，
“格致”所辐辏的争议最为繁复。 而其所涉争议大

端有三：格致是否缺传、格致的释义和格致的地位。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这恰恰是由朱子所引发的，

他将有经必有传的原则应用到《大学》的文本结构

划分上，发现《大学》传的部分恰恰缺了对“格物”的
释文，故而精心撰文以补阙。 他的这一补传，虽屡发

争议，但“格致”的传文到底何谓却引起学者的重

视。 当时学界大体形成两种代表性的观点：或认为

“格致”并不缺传，传文就在《大学》的文本中，只是

暗而不明；或像朱子一样，主张格致缺传，需要另补

释文。 魏校则属于第二类，他认可朱子的“格物”缺
传之说，但却不赞同他的补传，而是另寻其他经文以

为之传。 他指出：
　 　 格物之传亡，学者跬步便错，末学胜也。 校

谓：“传虽亡而实未亡，‘知本’云者，正教学者

第一步功夫，优入圣域，发足在兹。”程伯子曰：
“事不患不能知，只患不见自己。”朱子尝取程

叔子之意以补传，校谓：“《乐记》 一章乃天留

之，以补格物致知传也。” ［３］５４９

由上可见，魏校为“格物致知”所寻找的传文别

出心裁，即进行了跨文本的寻找，突破了以往学者仅

从《大学》文本内搜寻的惯例。 他认为《礼记》中的

另一篇《乐记》就是“格致”的传文，并假托上天之意

来夹持此举，以显示其至高无上和不容置疑的特性。
魏校之所以将此篇作为“格致”的释文，理由在于

《乐记》所讲的内容恰恰是对“格致”的发明，与其主

旨暗合。 他认为《乐记》所讲的“人生而静，天之性

也”就是《大学》所讲的“至善”，《乐记》所讲的“好
恶之形”就是《大学》所讲的“意”，《乐记》所讲的

“反躬”就是《大学》所讲的“知本”，《乐记》所讲的

“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恰恰是格物所要求的，由
上述的义理对应可推出“病莫重于知，诱物化药莫

要于格物致知” ［３］５５０。 很显然，魏校是从义理的角

度来说明《乐记》何以能够作为“格致”的传文的。
魏校此举的殊异之处在于他是《大学》诠释史上唯

一一位进行跨文本寻找传文的学者，这当然与一般

的经书体例不合，在显示出其独证独创一面的同时，
也透显出明代中期《大学》文本竞争的白热化所催

生出的奇思妙想。 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在这样的

意义上来肯定魏校的贡献：他扩展了“格致”传文的

家族阵容，撑开了“格致”的诠释维度。
而就“格物”的内涵来看，刘宗周曾经极为惊叹

地指出：“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 ［１０］６１８

以此可见“格物”释义的复杂性。 魏校首先对以往

代表性的观点进行逐一回应。
就朱子之论来说，魏校指出：
　 　 格物也，而谓之穷理，古未之闻也。 穷理尽

性以至于命，斯其圣人之事，非邪？ 理一而分

殊，移是者也。 溯理之原，通于一而万事毕。 格

物乃实事求是，子论学，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

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斯其始学之事乎……物物而格之，斯
博矣。 吾心格一物时，若不知有他物，是谓博而

专，心之放也，以逐物也。［３］５５１－５５２

魏校对朱子释“格物”为“穷理”的做法极不赞

同，他认为这一方面是朱子的凭空臆造，没有学术渊

源和学理根据；另一方面就是“穷理尽性”是“圣人

之事”，“格物”则属于初学之事，以“穷理”解释“格
物”，完全犯了朱子本人所言的躐等陵节之病，属于

错位理解。 这就是他所说的：“吾不知格物也者，属
之精义入神乎？ 属之穷神知化乎？ 语道而非其序

也，安取道！” ［３］５５１平实而论，魏校所论只是他所理

解的朱子，并不切合朱子的本旨。 因为在朱子那里，
“穷理”是要知事物之所以然和所当然，它是任何初

学者都应该从事的功夫，而积累后的豁然贯通则是

圣人境界。
魏校同时对司马光的解释亦批评道：
　 　 爰有绝物以求放心者，谓“格物为扞格之

格”，曰：“此恶夫末学之蔽，蔽而未免于枯守其

根也。 格物谓之知本者，即此是求放心，学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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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学归其根，物物各有其着落，随事体贴天

理出来，随事刮磨人欲使勿障，亦尝观于吾心往

来通塞之机乎？ 心往逐物，非物来采心，心通何

物，非理，心塞何物，非欲，胡不壹之于此，而强

拒之于彼，与其绝内外成二，曷若由中应外，条

达而保持。” ［３］５５２

在魏校看来，司马光的解释“格，犹扞也，御也。
能扞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 ［１１］ 是有问题的，因
为司马光的意思是要绝物求心，使得“物”没有着落

之处，有“枯守其根”之蔽。 魏校的理解实际上也不

符合司马光的本意，因为司马光并不是要隔绝外物，
而是要警惕外物所带来的诱惑。

从魏校对当时学界代表性观点的批驳来看，他
主要是有见于当时的学术流弊支离与空寂而发。 基

于此，他将“格物”解释如下：
　 　 所谓格，揆物定理也。 曰：“理乃在外乎？”
曰：“物在外，物理固在心。 理非一定，其见于

物者，各有定也。 且道揆者是谁，此须自寻把

秉。 所揆是物，能揆是心。 心与物交，逐物则知

诱于外，绝物则昧昧不能知。 摄提此心，以我揆

物而不以物役我，物理各正，心体渐莹，知之也

真。” ［３］５４７

由上可见，魏校对“格物”的解释别具特色，即
用“揆物定理”加以释之。 当然，“揆物” 早在《汉

书》当中就已经出现，即“揆物，有轻重、圜方、平直、
阴阳 之 义 ” ［１２］ ， 后 宋 之 邵 雍 更 提 出 “ 揆 物 之

理” ［１３］ ，与魏校的“揆物定理”极为接近，意在通过

测度事物来确定事物的道理。 不同于邵雍的是，魏
校认为揆物的主体在“心”，只有挺立这个主体的

“心”，也即“摄提此心”，也就是“心不着一物”，才
能使“心”不被物所牵引、所奴役，从而保证“心”去
宰制物，唯有如此，才能贞定物理。 从魏校的解释中

不难看出，他突出了“本心”在格物功夫中的重要

性，也突出了“揆”所具有的“正”之意，这就在相当

程度上吸收、借鉴了心学的思想。 而对“物”的范围

的理解，他又与朱子一样，主张要“物物而格之”。
很显然，魏校对“格物”的理解是折中了朱子学与阳

明学的观点，一方面要破除朱子学的支离，另一方面

要提防阳明学的绝物求心之弊。
就“格物”在《大学》中的地位而言，朱子将“格

物”视为《大学》的第一要紧功夫，他说：“格物致知

是《大学》第一义。” ［１４］ 而阳明则反对朱子此说，认
为其功夫缺乏主脑，陷入支离，故提揭“诚意”作为

首出功夫，以此来范导“格物”的内容和范围，使其

在意识领域内活动。
魏校对“格物”的地位亦有明确的看法，他说

“格物致知，《大学》第一义也” ［３］５６８，这与朱子的观

点别无二致。 而在“格物”与“诚意”的关系上，朱子

首先是将此二者作为《大学》的核心支点来看待的，
他说：“格物是梦觉关。 诚意是善恶关。 过得此二

关，上面工夫却一节易如一节了。” ［１５］ 但这绝对不

是说在功夫次第上，两者是齐头并进的，恰恰相反，
朱子始终强调的是“格物”在“诚意”之先、之前，唯
有如此，“诚意”才不会落空。 魏校在这一点上也有

类似于朱子的“两关”说，他指出：“《大学》以格物致

知为入门，以诚意为一大关纽，透得此关，则更无

关。” ［３］５５３这与朱子将“格物”和“诚意”并提，但区

分功夫先后的主张大体不二。 他又进一步指出：
“诚意一章，乃圣贤吃紧为人处，文公《章句》、《或
问》说得十分痛切。” ［１］７３１魏校此言并非虚说，在朱

子哲学当中，“格物”与“诚意”的关系始终是困扰其

终生的问题［１６］ ，我们可从其易箦前三天仍在修改

《大学》“诚意”章这一精进之举得到直接的印证。
要之，魏校在“格物”这一关乎朱子学与阳明学

学术分水岭的问题上，很明显是对朱、王两家皆有谴

有取，显豁出明显的融合之特质。

四、“谴取朱、王”及其思想史意义

魏校在明代中期是有相当学术抱负和学术自信

的学者，他在面对朱子、阳明所构成的二元思想世界

中，没有简单地在非朱即王的框架下进行选边站队，
而是力图冲出朱、王的思想牢笼，开辟出新的思想体

系，以求介入学界的主流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

方案。
就朱子学来讲，魏校在对其进行合理内核吸收

的同时，也对其有针对性的批评：
　 　 世之学者咸知诵法朱子，虽然其讲明也过

多，其践履也过少，后儒之所以支离也。 或乃入

耳出口，而未尝反求诸躬，假途以干禄，立门户

以要名，而朱子之志荒矣。［１］８１２

世道之衰极矣，人才至于今每下，则以科举

坏之也。［１］７５７

在魏校看来，朱子学的流弊主要有三：一是讲得

多，行得少，知而不行，陷入支离；二是沦为博取功名

的工具，成为世俗功利之学；三是埋头书册，不知其

要。 平实而论，魏校所指确然切中明代中期朱子学

的流弊，可谓一语中的。 我们可从其他学人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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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如李颙说：“高者做工夫而昧

本体，事现在而忘源头；卑者没溺于文义，葛藤于论

说，辨门户同异而已。” ［１７］针对朱子学的支离之弊，
魏校借助《大学》诠释提出解决方案，那就是他反复

强调的“合一”之论，如他就视“明明德”与“新民”
二者是合一的，也就是用“合一”来纠治朱子学的支

离。 魏校的这种方案并非孤例，他的好友、另一朱子

学者吕柟也有类似主张，“观合字似还分理气为二，
亦有病” ［１８］４８５，“存养、省察工夫只是一个，更分不

得” ［１８］３０８，吕柟之意同样也是用“打并为一”的形

式来纠治朱子学的支离之弊。 由此可见，用“支离”
的对立面“合一”来救正朱子学，已经成为明代中期

学者共享的学术路径。
同时，魏校亦指出另一解决之道：“今读圣贤之

书，便当寻向自己身上体贴做去，若滞于言语文字

间，则是逐末忘本矣。” ［１］７１７这就是要求读书要切

己，不能埋头书册，疲精劳神，反而与身心修养无涉。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校特别从“实做”的角度肯

定了陆九渊之学，他说：“近见序文深斥陆学，愚意

陆学且未可非，彼其功夫虽粗，却是实做也。” ［１］７８３

这明显是对明代中期朱子学践履不笃而言的。 而针

对朱子学的流于世俗功利之学，魏校认为这主要在

于志向，也就是意识的动机出了问题，故他有针对性

地提出“立志”的要求：
　 　 学圣人第一先要立志，颜子才学便要做圣

人。［１］６９３

振起俗学之卑陋，使各以圣贤自期。［１］７５８

学者立志直截要学圣人，则日用所讲皆圣

人之学，便自见得个根本简要处。［１］８９３

儒学是动机论者，极为看重一个人道德行为的

动机，并以此来区分人格之高下。 魏校的意思很清

楚，那就是立志不能在功名利禄，否则第一步出错，
就会步步出错，而是应该将成圣成贤作为人生的追

求，来抵制对世俗功利的盲目崇拜。 魏校此意可谓

是儒学关于人生理想的一贯宗旨，也更容易让我们

联想到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受朱子之邀所讲的“义
利之辨”在于“辨志”的问题，这与魏校推崇陆九渊

不无关联。 从魏校对朱子学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是

既有择取，亦有所纠偏。 据此，黄宗羲就反对其为程

朱正统，他说：
　 　 以程朱一派为正统，是矣。 薛敬轩、曹月

川……魏庄渠……十余人，诸公何以见其滴骨

程、朱也？ ……若使朱、陆果有异同，则庄渠亦

非朱派。［１９］

至于阳明心学，它实际上也是基于矫正朱子学

的流弊而产生的，只不过是在矫枉的过程中，建构出

一套新的学术体系。 魏校对阳明的矫正之举评

价道：
　 　 近年讲学者固多英才，然言之太觉易易，似
与圣门讷言敏行相反。［１］７５２

迩来讲学者众，天其将兴斯文乎！ 而又往

往好为大言，太朴愈散，徒长骄肆，不知天意终

当何如？［１］７５７

吴震教授曾指出：“阳明学作为一种思想学说，
固是理论思辩的产物，同时阳明学的产生及其展开

过程本身又是一种思想运动，其具体表现就是讲

学。” ［２０］据此，魏校这里所言的“讲学”所关涉对象

就是阳明心学。 在魏校看来，阳明心学的“讲学”有
改于朱子学流于功利之学的弊端，因为它所讲所宣

的依然是良知道德之学，依然是成圣成贤之学。 但

却矫枉过正：一是走向空谈，二是流于简易，三是滋

生骄肆。 而这三者让魏校直接发出“自阳明之说

行，而慈湖之书复出祸天下” ［１］７８４ 之叹。 更进一

步，魏校甚至用以往学者惯用的手段，借助佛学来批

判阳明心学，他说：“阳明盖有激者也，故翻禅学公

案，推佛而附于儒。” ［１］７７１

由上可见，魏校对朱、王两家的创获与不足皆有

精切的认识，有些甚至是先声之论。 既然已经清晰

地认识到是时学界两大学术流派的不足，如何来矫

正就成为魏校必须思考的问题。 由前述可知，他走

的是双谴双取朱、王两家的路径，其学故有介于朱、
王两本之间的特性，也就是既不同于朱子学，也相异

于阳明学，颇有独树一帜的学术特质。

结　 语

要而言之，魏校依循朱子、阳明由《大学》而入

构建哲学体系的方法，通过对《大学》从文本到义理

的创造性诠释，构建出双谴双取朱、王，自立新说的

学术体系。 这就启示我们，以阳明心学为中心来审

视明代中期的学术，容易忽视明代中期学术的多样

性，因为在面对共同的时代问题即僵化的朱子学时，
不独阳明有意识进行纠偏，同时代的吕柟、魏校等皆

有此理论自觉，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像阳明那样成为

主导中晚明乃至后世的学者，原因在于没有创造出

像阳明那样足以对抗朱子学的学术体系。 如吕柟虽

在明代中期与阳明平分秋色，但由于其过分强调形

而下的践履之学，形上之学缺乏特色，高攀龙就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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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其学“无甚透悟” ［２１］ 。 而魏校则在于其学游走

于朱、王之间，在实质上并没有真正地突破两者的学

术藩篱，其未能成为研究明代理学特别关注的对象，
也就不难理解。

但这并不能抹杀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 魏校至

少让我们看到明代中期学术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一
方面为我们改变以往以阳明学为中心来审视明代理

学提供了典范的个案；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意识到，在
早期的“朱、王之争”中，已经有学者试图跳出“非朱

即王”的框架来寻找突破，并非到晚明时才有此

自觉。

注释

①据阳明弟子黄绾所言：“近者京师朋友来，颇论学术同异，乃以王

伯安、魏子才为是非。 是伯安者，则以子才为缪；是子才者，则以伯安

为非，若是异物不可以同。”黄绾著，张宏敏点校：《与李逊庵书》，《石
龙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３４ 页。 ②秦始皇推行

书同文政策，以小篆为统一文字，程邈认为小篆复杂，又将小篆改为

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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